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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站点地区是轨道交通和土地利用交互的主要区域，其综合开发是交通规划和城市研究的经典问题。以公

共交通为导向的发展(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TOD)既是公共交通引导的社区建设模式，也是交通与城市融合

的高质量发展理念。Bertolini 提出的节点-场所模型能够有效评估公共交通站点地区的交通和土地利用一体化发

展，为 TOD 理论提供融合发展的分析框架。基于此，本文首先从建成环境的角度介绍 TOD 的基本概念以及轨道

交通与土地一体化模型，然后系统地梳理节点-场所模型的经典形式及其改进模型，总结节点-场所模型常见的评

估指标及车站影响范围参数， 后归纳节点-场所模型的经典应用场景，提出其局限性及发展方向。研究成果有助

于更好地评估交通和土地利用一体化发展水平，进一步促进轨道交通站点地区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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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f Node-Place Model for Integration of Urban Rail and Land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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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ations are areas where urban rail and land use interact.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transportation and land use 
in urban station areas is a key issue in traffic planning and urban studies. 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 (TOD) represents a 

community development mode guided by public transportation. Additionally, it embodies a high-quality concept integrating 
transportation and metropolises. The node-place model proposed by Bertolini can effectively measure the coordination between 

transportation and land use in the area of public transportation stations and correspondingly provide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TOD.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basic concept of TOD and integrates models of urban rail 
and land u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built environment. Then, we systematically state the classical form of node-place models 

and their improved models and summarize the built environment indicators and pedestrian catchment area parameter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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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de-place models. Finally, we conclude with classical application scenarios of node-place models and propose their limitations 
and development directions. 

Keywords: urban traffic; urban rail; land use; TOD; node–place model 

 

城市空间的无序扩张将导致城市低密度蔓延，促

进城市用地和交通高质量融合发展已成为当前亟须研

究的主题。对此，新城市主义学派的部分学者提出以

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发展(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

TOD)模式。TOD 的目标是通过公共交通出行代替小

汽车出行，以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并通过提高公共

交通的使用率、交通和土地利用一体化程度，综合开

发利用公共交通站点周边用地。采用 TOD 模式不但

可以优化城市功能和空间结构，而且可有效控制城市

边界，从而建立起紧凑、集约、高效的城市形态[1-2]。 

TOD 中轨道交通站点作为节点具有双重属性，包

括运输乘客的交通功能和带动周边区域发展的城市功

能。继 Bertolini 等[3]提出节点-场所(node-place，NP)模

型用以评估交通服务和用地开发的协调程度后，国内

外很多学者致力于改进和扩展 NP 模型，评估不同场

景的交通和土地利用一体化发展情况。我国城市轨道

交通建设方兴未艾，郊区线路建设速度超过用地开发

速度，而市区则相反，站点周边功能失衡现象普遍存

在。促进轨道交通站点地区的协调发展，实现站点地

区空间的合理高效使用，是我国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问题，鉴于此，本文系统地梳理面向轨道交通与土

地利用一体化的 NP 模型及其改进模型，总结 NP 模

型常见的建成环境特征指标，梳理研究场景并提出未

来的主要研究方向。 

1  TOD 的基本概念 

TOD 理论是 Calthorpe[1]针对美国 20 世纪 90 年代

以汽车为导向的发展模式导致城市低密度蔓延、交通

拥堵等问题提出的解决思路，希望通过高强度开发轨

道交通车站的周边土地，配合土地混合使用和宜人的

步行环境设计，形成相对紧凑的城市空间形态。 

1.1  TOD 的建成环境 

交通与土地利用具有复杂的互动关系，学者对

TOD 建成环境及特征的诠释随时间不断细化与深入。

具代表性的是 1990 年以来以 Cervero 等[4]为代表的

学者提出的多“D”理论体系，其根据美国旧金山湾

区实证研究提出对抑制机动车出行具有重要影响的

3D 指标，即密度(Density)、多样性(Diversity)和设计

(Design)。除用地开发外，Cervero 等[5-6]考虑另外两个

交通类的指标，即公共交通站点距离(Distance to transit)

和目的地可达性(Destination accessibility)以描述 TOD

建成环境，从而形成刻画 TOD 建成环境的 5D 指标模

型。此外，还可采用人口统计(Demographic)和需求管

理(Demand management)以刻画 TOD 建成环境[7]。 

从 TOD 的 7D 指标来看，密度表征单位面积内活

动的强度，可用城市人口、就业岗位及各种活动的密

集度衡量。多样性描述研究尺度内土地利用的种类及

多样性，可用土地利用混合熵、职住比等测量。设计

的优劣以区域道路网密度、交叉口密度、人行道面积

率等指标度量。公共交通站点距离衡量公共交通服务

的可用性，度量值包括站点与主要起讫点的欧氏距离、

公交线网密度、公交站点密度等指标。目的地可达性

可由轨道交通站点到周边生活、就业、购物等地点便

捷程度衡量。人口统计特征主要有租房家庭百分比、

家庭汽车拥有率和家庭收入等。需求管理包括停车场

密度、停车费、拥堵收费等指标。 

1.2  轨道交通与土地利用的一体化 

国内外学者应用多种模型刻画 TOD 项目的轨道

交通与土地一体化开发水平。Hansen[8]首先提出可

达性概念，用它分析交通与土地利用间互相影响的

关系，随后可达性被广泛应用于 TOD 及轨道交通与

土地一体化研究中[9-10]。尽管可达性研究较为丰富，

但对轨道交通与土地利用的互动关系的研究仍有不

足：一方面可达性虽然是交通服务与土地利用一体

化的结果，但无法评估二者的协调程度；另一方面

可达性对交通服务和土地利用的刻画维度仍不够系

统全面。 

NP 模型是不同于可达性分析方法的轨道交通与

土地一体化模型，其将代表土地的场所指标与代表交

通的节点指标作为建成环境平等的两方面，分析二者

的协调性，较全面地评价 TOD 项目一体化。此外，

NP 模型提出要突出轨道交通站点“场所”与“节点”

的双重属性，推动这两个维度指标体系的形成，并强

调 TOD 的协同发展。后续改进的 NP 模型则进一步细

化 TOD 的交通指标，并将模型分析维度从“场所”“节

点”向“客流”“设计”等方向拓展，从而实现对轨道

交通 TOD 更全面详细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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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节点-场所模型及其扩展 

2.1  节点-场所模型 

NP 模型从微观视角分析单个站点地区交通与土

地利用的协同性，为站点地区提供规划决策[11]。轨道

交通站点与其周边区域相互关联，相辅相成，既具有

交通功能，也带动周边区域具有城市功能。NP 模型综

合评价站点区域的交通与城市的发展水平、匹配程度、

交互潜力，为 TOD 发展战略提供有力的决策支持。 

NP 模型以站点地区的节点价值为 y 坐标、场所

价值为 x 坐标，通过建立二维坐标系量化节点价值和

场所价值之间互为影响的协同关系，如图 1 所示。NP

模型中45°对角线表明节点价值与场所价值相互协同。

纺锤形区域可以按照节点和场所属性的强度划分为从

属、平衡、压力等 3 种状态。顶部是“压力”状态，

表示交通服务和城市活动的强度均处于 大水平，交

互潜能趋于饱和，区域的进一步发展会导致交通和城

市的不相容；底部是“从属”状态，表明站域的提升

空间大；中部是“平衡”状态。此外，纺锤形右下方

对应“失衡节点”状态，表示该站域的交通服务优于

城市发展(如城市边缘地区的新建站点)；纺锤形左上

方对应“失衡场所”状态，表示该地区的城市发展优

于交通服务(如处于城市中心位置的老城区)。 

 

图 1  节点-场所模型 

Figure 1  Node-Place model 

2.2  模型扩展 

根据不同的应用场景，国内外学者改进并扩展多

种 NP 模型，具有代表性的改进 NP 模型如表 1 所示。

按照时间顺序，Lyu 等[12]参考 TOD 概念，以 Transit

和 Development 表示节点和场所指标，并新增 Oriented

指标以表示交通与城市发展的交互。Li 等[13]通过分析

交通和土地利用间的形态和功能联系而拓展 Tie 维度，

认为其在土地与交通的反馈循环中起关键作用。Vale

等[14]考虑车站区域步行可达性的城市条件，并将其纳

入Design指标，类似研究还有Zhang等[15]、Pezeshknejad

等[16]和 Su 等[17]从不同角度研究车站周边土地利用、

交通服务和步行环境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以更好地刻

画公共交通特征。 

表 1  NP 模型的扩展应用 

Table 1  Extended application of node-place model 

学者及 

成果发表时间
评价指标维度 研究案例

Lyu 等(2016)[12] 

 

Transit(交通)-Oriented(融合)- 

Development(城市) 
中国北京
 

Li 等(2019)[13] Node(节点)-Place(场所)-Tie(联系) 中国上海

Vale 等(2018)[14]

 

Node(节点)-Place(场所)-Design 

(设计) 

葡萄牙 

里斯本 

Zhang 等(2019)[15] Node(节点)-Place(场所)-Design(设计) 英国伦敦

Pezeshknejad 等
(2020)[16] 

Node(节点)-Place(场所)-Design(设计)
 

伊朗 

德黑兰 

Su 等(2021)[17] 

 

Node(节点)-Place(场所)-Functionality 

(功能) 

中国京沪

深汉杭 

Nigro 等(2019)[18]

 

Node(节点)-Place(场所)-Feeder 

Transport(交通) 

意大利 

坎帕尼亚

Olaru 等(2019)[19]

 

Node(节点)-Place(场所)-Background 

Traffic(交通) 

澳大利亚

珀斯 

Cao 等(2020)[20] 

 

Node(节点)-Place(场所)-Ridership 

(客流) 
日本东京
 

Laura 等(2018)[22]

 

Node(节点)-Place(场所)-Experience 

(感知) 

荷兰 

鹿特丹 

 

既有研究主要关注城市核心区域，忽略远郊区等

低密度城市环境下 TOD 的开发策略。Nigro 等[18]考虑

郊区乘客通常以私家车、自行车和其他公共交通方式

作为轨道交通的接驳出行方式，将相关指标扩展为

Feeder Transport 维度。对于低密度城市，Olaru 等[19]

考虑交通基础设施对交通流的影响，增加 Background 

Traffic 维度，衡量车站周边的路网密度、公共交通、私

人交通和交叉口服务水平对车站客流的影响。 

针对节点和场所价值对车站客流量的影响，Cao

等[20]考虑客流不仅反映居民使用轨道交通出行的特

点，而且与土地利用促进轨道交通出行有关，因而在

NP 模型中增加“客流”维度，并以东京地铁为例分析

车站区域的交通、土地利用与客流三者之间的互动关

系和协调性。据此，张志健等[21]提出节点-场所-客流

模型，分析三者之间的综合效应。Laura 等[22]从乘客

的体验角度出发，将乘客对交通服务质量的感知作为

第 3 维度增加至 NP 模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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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评估公共交通和土地开发的可持续效益，

Rodríguez 等[23]扩展“Integration”与“Value”等两个

维度，形成多维模型供规划者和政策制定者评估公

共交通站点发展潜力。同样采用多维指标的研究还

有 Yang 等[24]，其考虑车站区域开发的紧凑性及其与

城市结构的相互作用，引入“Design”和“Vibrancy”

两个维度分析广州和深圳的城市轨道交通站点的开

发协调性。 

3  评估指标及车站影响范围 
3.1  评估指标 

NP 模型揭示轨道交通站点地区节点、场所价值的

互动关系，提供评估站点地区融合发展的研究框架，

通常使用多维度指标分析站点地区的交通和土地利用

的协调性，进而对 TOD 发展水平分类和评估。表 2

归纳总结国内外学者应用 NP 模型时所选取的节点指

标和场所指标，以及出行环境与设计指标 3 类。 

表 2  NP 模型中常见的建成环境特征指标 

Table 2  Selection of existing built environment indicator system of node-place models 

节点 场所 出行环境与设计 

复杂网络节点中心性[17,20,23,25] 职住密度[12,14-18,23,25-28] 自行车道长度/密度[15,18,23,28-29] 

距城市核心区距离[16,20,23,28-29] 土地利用混合度[12,14-17,20,23,25-29] 停车场容量[12,14-15,20,23,25-26,28-29] 

公交/地铁线路/站点数量[13-15,20,23,25,28-29] 各行业就业者数量/比例[12,14,25-29] 人行道和绿化带长度[14-15,18,25] 

发车频率[14-15,20,25,28-29] 轨道交通客流量[13,20-21,25-26,29] 绿地密度[28] 

路网/交叉口密度[12,14,16-17,20,25] 步行吸引范围内兴趣点(Point of Interest，POI)密度[14-15] 自行车停车面积[25,28] 

距高速路入口距离[14-15,26,28-29] 容积率[21] 各类 POI 到车站平均距离[13,17] 

城市服务可达性[21] 商业与办公场所[20,23,28] 街道连通性[17] 

 

3.2  车站影响范围 

轨道交通和土地利用的互动主要在车站周边，既

有关于 TOD 的研究通常以公共交通站点为圆心、一定

距离为半径的圆形区域作为车站影响范围。从交通角

度来看，车站的影响范围可表述为步行范围(Pedestrian 

catchment area)和站点服务区(Service area)等，其划分

目的旨在有效匹配交通资源。从空间角度来看，车站

的影响范围可表述为公共交通引导发展或开发地区

(TOD area)和站点地区(Station area)，其目的旨在创造

多样活力的站域空间[30]。 

对于车站影响范围的边界形状，大多数研究采

用 3 种基本方法：①标准圆，以轨道交通站点为圆

心，一定距离为半径的圆；②泰森多边形，以不规则

的泰森多边形刻画站点影响的区域；③等时圈，考虑

到站点区域的出行环境，以时间距离得出以站点为

中心、一定时间内可到达的区域。由于地形或道路隔

断，等时圈形状大多是不规则多边形。 

国内外 TOD 规划设计导则中对车站影响范围的

界定多在 500～1 500 m 之间。通常单一线路的城市轨

道交通影响区可作为一个带型地区统一规划控制[31]。

墨西哥可持续交通中心 2014 年发布的《城市社区 TOD

导则》将 TOD 邻里街区定义为 600 m，即步行 10 min

内可到达区域[32]，此外加拿大渥太华规划交通与环境

部也以 600 m 划定 TOD 地区的边界[33]。 

由于国内外案例研究场景的独特性，不同学者对

轨道交通站点影响范围的界定存在差异。常见的圆形半

径通常为 300 m[34]、500 m[16,20,23]、700 m[14,27]、800 m[17]、

960 m[15]、1 000 m[35]、1 200 m[25]，甚至 2 000 m[36]。

此外，根据案例中不同城市、线路及站点发展情况和

功能定位的不同，需进一步考虑放大或缩小轨道交通

站点影响范围。如 Eizaguirre-Iribar 等[37]在研究废弃铁

路站点周边的土地利用情况时，由于废弃铁路站点处

于城市外围地区，功能发展条件、路网密度和公交

覆盖度均不如城市核心区，在此情况下出行者可接

受的接驳距离更长，故以 2 500 m 作为边界划分站点

影响区域。 

4  应用场景 

国内外学者基于 NP 模型评估公共交通站点的交

通服务与用地开发的协调性，采用聚类方法识别相似

特征的站点，为城市规划决策者和开发商提供不同类

型站点的差异化发展策略，以促进 TOD 发展。这类

研究统称为 TOD 类型学，始于 Bertolini 对车站及其

周边地区发展前景的研究。这一概念模型已被许多研

究学者应用和扩展，用于分析 TOD 发展状况[12,18,27]、

可达性[36]、土地利用影响[38]等方面。国内学者大多采

用 NP 模型评估轨道交通站点的 TOD 发展水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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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包括长三角地区高铁[39]、厦门地铁[21]、乌鲁木齐

地铁[40]等。NP 模型本质是分析框架，其指标体系不

局限于特定的环境或交通因素，而是根据问题突出研

究重点，并据此改进模型。在 近的研究中，许多学

者强调“设计”在交通和土地利用之间反馈循环的作

用，并将其作为第 3 维度指标扩展 NP 模型[11,13-15]。 

Reusser等[29]针对经典NP模型未考虑指标权重的

局限性，采用专家打分法赋予指标不同权重以筛选出

具有价值的指标，并将其纳入评估指标集。此类方

法虽然能更好地描述车站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但

没有考虑到其他可能成为 TOD 的区域，正如 Thomas

等[41]所言，街区无论是否配套车站都具备成为 TOD

的潜力。对此，Kamruzzaman 等[42]将澳大利亚布里斯

班人口普查单元作为研究对象，提出节点和场所之间

的关系类型识别方法，指出 TOD 的实施情况会因街

区的类型不同有所差异，需要因地制宜地实施开发。 

大多数研究学者在评估节点或场所的总体指标值

时，通常先标准化指标值，后采用多标准决策方法将

各 TOD 加权指标汇总至 终模型。多数 TOD 类型学

研究仅考虑城市社会环境的静态特征，而忽略城市动

态特征即人群活动模式。另外，由于研究对象的内在

因素以及外在特征等诸多差异，即使多数研究采取

的理论方法相似，学者对节点与场所的指标理解也

很难统一。以客流指标为例，许多学者将客流需求作

为模型的节点价值，并将其用于分类车站。然而，Zemp

等[43]对此持不同观点，即客流是 TOD 发展程度的衡

量标准。而 Cao 等[20]指出，客流可以作为与节点、场

所重要程度相当的衡量 TOD 的效果指标。 

5  结语 

NP 模型在国外应用的规模逐渐广泛，但是在我国

引入的时间较晚，既有研究仍多应用于轨道交通中，

场景比较单一，对模型的扩展也较少。目前基于 NP

模型的研究越来越趋于多维度、多尺度、多粒度评估

轨道交通车站的 TOD 发展水平，但还缺少时间维度

的研究，对于不同时间段，研究结果会有很大差别，

不可一概而论。另外模型缺少基准值，只能定性却不

能定量地判断站点车站及其周边地区的发展程度。 

借鉴已有经验，未来我国对 NP 模型的应用有很

大的发展空间。可根据不同的研究背景和目标策略进

行模型的系统开发，划定不同层级的站域以满足多元

复杂化的轨道交通接驳方式；利用模型的普适性探索

更多研究领域的应用路径，加强新技术联动，构建不

同时空尺度的多维度指标，以更好地动态评估站区协

调性；NP 模型可用于 TOD 项目的规划建设及后评估，

决策者需结合实际条件深入分析，构建更全面的 TOD

分析框架以满足不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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